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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场域的还原与共和主义的规范
——论布迪厄国家学说的双重面孔

郑 琰 熊跃根

内容提要：国家理论近来受到布迪厄等人影响出现了“文化转向”的

趋势，然而布迪厄本人的国家学说却隐而未彰。本文基于布迪厄在法兰

西公学院的系列讲座汇集而成的《论国家》及相关文本，通过官僚场域的

还原与共和主义的规范两个核心问题来揭示布迪厄国家学说的双重面

孔。首先，布迪厄以正当地垄断象征暴力重新界定现代国家并展开认识

论反思，此为其国家学说的起点。其次，布迪厄通过“生成结构主义”方法

论来揭示现代官僚场域得以生成的实践逻辑，对现代国家的“魔法”进行

了社会学还原。最后，本文试图通过对布迪厄国家学说的分析进一步体

察其晚年思想的“政治转向”。除了揭露“国家魔法”的支配性面孔外，布

迪厄晚年更为重视现代国家的规范性面孔，并在政治实践和理论取向上

回归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法国共和主义国家传统。总之，现代国家的双重

面孔既构成了布迪厄国家学说的内在张力，又提供了一种迈向文化视角

的国家理论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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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皮埃尔·布迪厄（1930—2002）去逝后的二十多年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迁，然而他所创立的实践理论

对理解现代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秩序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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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者大多熟知布迪厄围绕实践问题展开的反思社会学、以象征权力为核

心的文化社会学以及反二元论的科学认识论，但对他的国家学说却鲜有论及。

在社会学诞生之初，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都对国家问题展开了社会学

思考并开辟了不同的理论传统。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家理论”（state
theory）在二战之后得以复兴，其学理背景起源于欧洲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内

部关于“国家自主性”问题的争论（Miliband，1969；Poulantzas，1973）。这场

争论被引入美国社会学界，尤其是20世纪60至70年代方兴未艾的历史社会

学，以斯考切波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学家遵循韦伯的理论传统倡议“找回国

家”（Evans, et al.，1985），由此形成了“国家理论”复兴中新马克思主义和新

韦伯主义两大学术流派的交锋。“找回国家”作为一项研究纲领在美国社会

科学界产生了大量关于国家建构和国家能力等议题的研究成果（Tilly，
1990；Mann，1993）。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国家中心论”主导的国家研究

又经历了“文化转向”（culture turn）的冲击（Steinmetz，1999）。国家研究的

“文化转向”受到了来自布迪厄、福柯等欧洲社会理论家的深刻影响，布迪厄

的文化社会学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也被引入国家研究。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布迪厄的早期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国家学

说，甚至“state”这个词也是相当晚近才出现在布迪厄的论述中（Bourdieu，
2014：379）。这也可能是他的国家学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原因之一。另

外，尽管布迪厄熟悉结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国家学说，但是他本人并

没有直接参与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学术界关于“国家自主性”的争论

（Swartz，2006）。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布迪厄放弃了对国家问题的社会学思

考。事实上，布迪厄早期在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学研究中对法国国家殖民主

义的反思，再到 20世纪 70至 80年代中期对当代法国教育系统的研究，都暗

含着其国家学说的线索。不过，总体而言布迪厄系统性地对国家问题（后来

他称之为“官僚场域”）的分析集中在他研究生涯的后期。布迪厄后期之所

以如此集中关注国家问题，是因为 20世纪 80年代由美英主导的新自由主义

经济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冲击了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于二战之后

建立的福利国家体制，国家力量从社会福利领域的撤出诱发了大量的社会

问题与社会运动，这一现象被他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入侵”（invasion of Neo-
liberalism）（Bourdieu，1999）。布迪厄在这一时期也一反其早年更为审慎的

科学立场，通过公共空间积极地介入政治生活，呼吁“国家责任的回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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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政治担当”。这被视为布迪厄晚年重要的“政治转向”（political
turn）。基于上述原因，在 1989年至 1992年法兰西公学院的课程中，布迪厄

就“国家问题”做了专题讲座，该系列讲座的法文版文本于 2012年整理出版

（英译本On the State于2014年出版，下文将其统称为《论国家》），这为我们系

统地研究布迪厄的国家学说提供了可能。

在中文学术界，布迪厄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社会理论家，诸多关于其

社会理论的研究专著也陆续出版。如高宣扬的《布迪厄的社会理论》（2004）、
张意的《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2005）、朱国华的《权

力的文化逻辑：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2016）等。这些研究专著大多对布迪

厄的概念体系进行了较为充分的介绍，并试图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角度去

解读布迪厄的社会理论。①其中，刘拥华在《布迪厄的终身问题》（2009）中以

“政治哲学和知识政治的解放图景”来理解“布迪厄的终身问题”，并试图从

分类图示的政治运作展开分析，在“文化与权力”视角下对其社会理论研究

做出进一步的推进。然而，这些研究对布迪厄的国家学说没有进行系统分

析。布迪厄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在于改造了韦伯的经典国家定

义，以“物理暴力和象征暴力的正当垄断”来界定现代国家。然而，如果缺少

对国家问题的分析，那么从“文化与权力”视角出发对布迪厄社会理论做出

的解释将是不充分的。英语学术界已经有部分研究对布迪厄的国家学说做

了批判性的介绍和分析，但是系统的理论分析仍然有待推进（Loyal，2017）。

本文主要以《论国家》（Bourdieu，2014）为文本线索②，结合布迪厄对国家

问题的其他重要研究如《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实践理性：关

于行为理论》《帕斯卡尔式的沉思》以及晚年的其他论著，将其国家学说总结

为一个中心问题：如何理解现代国家所具有的支配性和规范性的双重面

①“文化与权力”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布迪厄的美国研究者戴维·斯沃茨（David Swartz）的影响，

他的第一本研究布迪厄的专著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1998）（中译本《文化与

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于2006年出版）就是以“文化与权力”为线索串联起布迪厄整个社会理论。

② 布迪厄对国家的论述虽然相对集中于基于法兰西公学院讲座汇集而成的《论国家》，但是也散见

于其他文本，比如在象征权力、法国教育系统、性别研究、社会福利政策改革等相关议题之中。与《论国

家》相配合的是布迪厄关于现代国家的两篇重要文章Rethinking the Sta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Bu⁃
reaucratic Field（Bourdieu，1994）和 From the King’s House to the Reason of State: A Model of the Genesis
of the Bureaucratic Field（Bourdieu，2005）。这两篇文章均为布迪厄关于国家问题的系列讲座的副产品，

浓缩了《论国家》中最重要的内容，因此也是本文进行分析的重要文本。这两篇文章目前已有中译本，分

别收录在《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2007）和《国家理性与现代国家》（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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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为了系统地分析布迪厄国家学说的理论逻辑，本文将上述中心问题拆

解为三个理论问题：第一，通过对国家研究的认识论反思重新界定国家概

念；第二，通过揭示现代官僚场域生成的实践逻辑对“国家魔法”的支配性面

孔进行社会学还原；第三，通过对布迪厄晚年“政治转向”的分析揭示现代国

家规范性面孔的重要意义。通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分析，本文试图理解布

迪厄的国家学说在官僚场域的实践理论还原与共和主义的规范性回归之间

的张力，并借此讨论其国家学说对当代中国研究的启示。

二、认识论反思与国家概念再界定

布迪厄的国家学说相对零散，加上其社会理论具有糅合各家的综合性

色彩，因此寻找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尤为关键。布迪厄的国家学说中最负盛

名的就是他对韦伯经典国家定义的改造。韦伯将国家视为“在一定的领土

范围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物理暴力的垄断权的人类共同体”（韦

伯，2009：248）。在这个定义中，“垄断物理暴力”和“正当性”是两个核心概

念①。但是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以斯考切波（Evans et al.，1985）、蒂利

（Tilly，1990）、曼（Mann，1993）等为代表的受韦伯影响的学者通常将现代国

家视为军事和税收的垄断机构。这种新韦伯主义路径的国家定义非常强调

国家的物质维度，却忽视了韦伯国家学说及其支配社会学中对“正当性”的

权力象征维度的讨论，即从被支配者的意识和信念出发去理解社会秩序。

韦伯的确认为社会学无法直接从目的和价值的层面去界定现代国家，只能

从国家这种政治组织最独特的手段即暴力的使用来定义，这也正是现代国

家作为一个中立化和理性化的经营机构所具有的特点（陈涛，2020）。但在

韦伯的支配社会学中，“正当性”概念蕴含的对于价值和理念的分析仍然占

据着重要的位置（熊跃根，2020；田耕，2021）。布迪厄反对新韦伯主义者对

韦伯支配学说和国家学说的物质化约，但同时他对韦伯的“正当性”概念提

出了异议。布迪厄认为韦伯所说的被支配者对正当性的认可是基于清晰意

① 在韦伯的这一定义中，physical force常被译为“武力”“物质性权力”“物理暴力”等。考虑到布迪厄研

究的语境，本文将 physical force翻译为“物理暴力”，以与布迪厄最重要的概念 symbolic violence（“象征

暴力”）相对应，突出韦伯和布迪厄的差异以及布迪厄国家学说的独特之处，感谢审稿人提醒。此外，关

于韦伯国家定义中“正当性”维度及其与布迪厄国家学说的关联性和差异性的讨论，也感谢审稿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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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自由行为，诚如韦伯所言，“每一种真正的支配形式都包含着最起码的

自愿服从之成分”（韦伯，2010b：292）。但是布迪厄却强调行动者对于支配

和国家秩序的认可是基于一种“无意识”的身体惯习，因而这种支配形式具

有相当程度的隐匿性。由此他提出了“象征权力”和“象征暴力”的概念。可

以说，布迪厄国家学说的起点就在于他改造了韦伯的定义并将国家重新概

念化为“一个X（有待确定），它成功地要求对某个特定领土和相应的全体国

民正当使用物理暴力和象征暴力的垄断”（布迪厄，2007:86）。

布迪厄的国家定义较早出现在 1984年出版的《学术人》一书中，明确出

现在 1989年出版的《国家精英》一书中（Bourdieu，2014：379）。他认为现代

国家拥有一种独特的魔法力量，即“国家作为一种制度拥有非凡的能力，它

不需要发号施令，也不需要持续施加强制，就能创造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世

界”（Bourdieu，2014：166）。布迪厄将这种现象概念化为“国家魔法”（state
magic）,并试图以此来揭示现代国家所具有的深层支配性力量（Bourdieu，
1996：376，2014：166）。如前所述，布迪厄认为“国家魔法”的支配基础不同

于韦伯的正当性概念，因为对正当性的认可实际上“完全不是清晰意识的自

由行为，它植根于已变成无意识的内在结构与客观结构之间的即时协调

中”（布迪厄，2007：107）。布迪厄对内在的认知结构和客观的社会结构之

间关系的思考，无疑受到涂尔干和莫斯关于“原始分类”命题的影响。涂尔

干认为分类形式是原始社会集体意识的重要表现，也构成了社会团结的基

础。布迪厄则试图将这一命题进一步普遍化：在任何社会，社会结构和相

似的认知或评价结构都具有一种自动“归并”的作用。所谓的“归并”，是指

行动者对于世界认识的区分大体上是与世界的结构和趋向相吻合的。在

现代社会，这种自动归并正是通过现代国家加以强化的，国家能够在特定

的地域范围内普遍灌输某种关于认识和评价结构的共同观念和区分原

则。这种原则用涂尔干的概念来说是“逻辑一致性”和“道德一致性”的基

础，也是一种关于世界意义的前自省共识（布迪厄，2007：104）。而此一前

自省共识即布迪厄所说的“信念”(doxa)，这是行动者对“常识世界”的经验

认识得以成立的根源（田耕，2005）。因此，社会现实乃是政治建构的产物，

即国家构造了社会现实并由此形成了对普通行动者（包括社会学家）的强

大支配力量。而在现代社会，“国家魔法”或者说国家对象征暴力的垄断更

为具体且最为重要的实现机制就是建立庞大的官方教育系统，并通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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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学科类别以及制度化仪式等方式来灌输一种特定分类形式的认知结

构，经过上述的自动“归并”作用，等级化的社会结构得以再生产。因此，布

迪厄的教育社会学研究与国家学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国家精

英》开篇中他就提到：“教育社会学构成了关于权力和正当性问题的普通人

类学的基础：因为它能够引导人们探索负责对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进行再

生产的‘机制’的本原。”（布迪厄，2004：8）而在《论国家》中，布迪厄也明

确回应道：“所有对学校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国家以及国家再生产的分析”

（Bourdieu，2014：346）。

“象征暴力”和“国家魔法”的概念对布迪厄国家学说的意义在于：不仅

仅是作为经验研究的一个分析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们使得研究者首先能够

在认识论上旗帜鲜明地公开“国家研究的风险”，亦即“我们建构社会世界以

及国家这个特殊对象所依据的意识结构可能本身就是国家自身的产物”，并

且“社会科学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为建构作为国家现实一部分的国家表象而

努力的组成部分”（布迪厄，2007:84）。国家研究的这种风险也被布迪厄称为

“国家效应”(state effects)，它是指不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还是社会学家的科

学研究，行动者在思考国家问题时所依据的范畴本身就是国家通过象征权

力的运作（如教育系统）灌输给每个行动者，由此则导致了一个特殊的思维

困境：“我们是按照国家自身的思维在思考国家”（Bourdieu，2014：3）。这使

得认识者极容易陷入国家“拜物教”陷阱之中。“国家效应”可谓无处不在，布

迪厄常引用“拼写规则”和“日程表”的例子来阐述这一问题：文字使用者对

什么是规范正确的书写方式的审美判断，以及普通人对日常生活的时间安

排，这些看似最自主的认知与行动实则都是国家的产物，并与客观的社会区

隔和社会等级相契合。

在布迪厄看来，为应对上述“国家效应”，社会科学家必须通过特殊的认

识论反思形成一种“理论效应”（theory effect），进而重新将国家建构为一个

客观的研究对象以逃离国家思维对认识者本人的支配，这也是布迪厄所说

“认识论断裂”的含义。“认识论断裂”的根源在于行动者所处的常识世界及

其对它的认识“往往嵌入在制度之中，从而既体现在社会组织的客观性上，

又反映在社会组织参与者的思想里……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相互契合，使

这些东西显得不言而喻、不证自明，免除了我们对它们的质疑”（布迪厄、华

康德，2015：334）。因而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思维途径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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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方式的巨变，以及与所有在社会秩序和科学秩序中支撑着那些预先建

构的观念的各种事物以及这些观念本身决裂，确定为科学实践的根本规范”

（布迪厄、华康德，2015：351）。

而当研究者面对垄断象征暴力的现代国家时，这种认识论的困境就更

为严重。为了摆脱社会科学中广泛存在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等二元

对立，布迪厄将自己的认识论逻辑视为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或者结构主义

的建构主义，并以此来指导社会学研究者对社会世界的分析（Bourdieu，
1989）。要遵循这种认识论逻辑，就需要完成以下认识步骤。首先，社会学

必须坚持涂尔干的基本立场，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处理，因而社会学需要与

一切常识和表象保持距离，由此建构一个客观的科学研究对象。其次，社会

学必须承认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建立在社会世界的行动者对世界的感知的基

础之上，这是来自胡塞尔和舒茨现象学传统的基本认识。最后，现象学的认

识本身仍有其局限，布迪厄认为行动者对于社会世界的感知本身并不纯粹

是自我意识的产物，而是既定社会结构内化的产物。由此，行动者对社会世

界的认知结构与社会世界的客观结构之间存在着“本体性的契合”（布迪厄、

华康德，2015：20）。这既体现了“象征权力”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理论认识，

也体现了布迪厄在韦伯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象征暴力”的维度出发重新对现

代国家进行概念化的意图。

然而，为了对作为经验和观念双重存在的国家展开系统的社会学分析，

“正当地垄断象征暴力”的定义仍然相对抽象。为了进一步打开国家这个

“X”，布迪厄试图将这一特殊的研究对象纳入“资本、场域和惯习”构成的实

践理论之中，以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state）分析框

架。由此形成了布迪厄在1992年出版的《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对上述国家定

义的扩展版定义：

国家可以被看作是诸场域的聚合体，是种种斗争的场所。在这些

场域的聚合体中，各方争斗的关键目标就是——以韦伯的著名阐述为

基础——垄断具有正当性的象征暴力。这种正当的象征暴力，就是这

样一种权力，即在一特定“民族”（也就是在一定的领土疆界内）确立和

强加一套无人能够幸免的强制性规范，并将其视为普遍意志的和普遍

适用的。（布迪厄、华康德，201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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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扩展版定义中，布迪厄强调国家具有垄断象征暴力的强大支配

性权力，同时也强调国家作为一个特殊场域的存在及其场域内部斗争的重

要性。在现代社会的诸场域中，布迪厄认为处于中心的就是“官僚场域”，因

此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官僚场域”这一特殊权力场域的生成。为

此，布迪厄试图借助实践理论对现代官僚场域的历史过程展开生成性分析

(genetic analysis)——这正是《论国家》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此种方法论也

被布迪厄称为“生成结构主义”（Genetic Structuralism）（Bourdieu，2014：87-
89）。如果说通过以“正当地垄断象征暴力”来对现代国家重新进行概念化，

布迪厄实现了对“国家魔法”支配效应的认识论反思，那么对“官僚场域”的

生成性分析则为其国家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手段。

三、实践理论与官僚场域的社会学还原

对现代国家官僚场域的生成性分析，也就是对现代国家形成的历史过

程分析是布迪厄打破前文所述“国家效应”，对“国家魔法”进行祛魅的方法

论路径。布迪厄认为生成性分析能够“打破共时性认知的幻觉，以表明被社

会空间所引导的社会行动者（如国王、法学家、国王的顾问）如何制造国家，

并且通过制造国家来使得他们自己成为国家的化身”（Bourdieu，2014：
125）。然而，完成这项研究意味着布迪厄需要进入一个自己并不擅长且文

献浩如烟海的历史研究领域。布迪厄认识到只有在一个理论模型的指引

下，社会学家才不至于迷失在历史学家所呈现的海量历史细节之中

（Bourdieu，2014：194）。因为这项研究计划的难度在于“它要求理论结构的

精确性和严密性保持一致，而且要服从通过历史研究而积累的几乎取之不

尽的资料”（布迪厄，2007：86）。为了应对这一困难，布迪厄尝试将“资本、场

域和惯习”构成的实践理论应用于对官僚场域生成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在

实践理论的指引下，布迪厄将现代国家的建构（官僚场域的生成）视为一个

双重过程：既是各种资本积累和集聚的过程，也是一个特定空间下的游戏得

以展开的场域自主化过程，其中具有特殊利益的行动者在推动官僚场域自

主化的历史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Bourdieu，2014：191-195）。

首先，通过将现代国家界定为“物理暴力和象征暴力的垄断者”，布迪厄

借助“资本”的概念将现代官僚场域的生成界定为各种资本的积累和集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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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布迪厄认为资本的类型包括物理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

本。不同类型资本的集中会导致作为元资本（mate-capital）的国家资本

（static capital）的出现。国家作为元资本的占有者，能够对不同场域以及不

同种类的资本，尤其是不同种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同时对这些资本占有

者）行使权力（布迪厄，2007：88）。而各类资本的积累和集聚本身也是一个

双重过程，因为不同资本集中的过程是相互依赖的，其中象征资本贯穿整个

历史过程，并构成了其他类型资本集中的一个前提条件。既有的国家建构

理论模型基本上都优先考虑物理资本的集中，包括将国家视为强制工具的

马克思主义路径，以及从垄断物理暴力和资源汲取角度界定国家的新韦伯

主义路径，如埃利亚斯（2013）和蒂利（Tilly,1990）等。新韦伯主义路径的国

家建构模型在当代历史社会学中影响深远，这个模型可以概括为“财政-军
事模型”，它强调现代国家建构主要依靠战争的驱动（包括国家之间展开竞

争所用的军事力量以及国家内部秩序的维系所用的警察力量）和高效的税

收制度。前者以职业军队替代封建贵族来推动强制资本的集中，后者通过

统一市场的创立，建立起直接适用于全体国民的征税体系以推动经济资本

的集中，并且二者能够相互强化。除此之外，还有一类重要资本是信息资

本，它的集中是与建立统一征税体系的经济资本的集中相伴而生的。为了

提高全国范围内的征税效率，国家必须对整个社会的人口和经济等信息进

行统一化，并发展出系统的人口普查和国民经济会计学等综合措施。与此

同时，国家也在推动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市场，包括司法、语言、度量，尤其

是与科层制相关的表格、印刷品的统一。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主导的分类体

系得以建立（如年龄、性别、职业等）。另外，这个分类体系又借助现代教育

系统的反复灌输成为一种正当的民族文化（布迪厄，2007：92-94）。

然而，布迪厄认为国家建构更为关键的过程是象征资本的集中，因为国

家对物理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集中和垄断并不会为社会群体自然接受，而是

会遭遇其重重反抗。一个例证就是，现代国家仍然存在私人复仇和偷税漏

税的现象。因此，物理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集中需要象征资本的积累，使得上

述资本集中的过程正当化，这就依赖于诸如民族主义观念的创造（布迪厄，

2007：91-95）。布迪厄认为象征资本所具有的特殊属性在于它能够被行动

者感知、领会并确认它使之有效，成为行动者认知结构的组成部分，然而其

根源来自国家将社会区分的原则灌输到行动者的身体之中（布迪厄，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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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此外，布迪厄重点分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象征资本——司法资本。司

法资本集中的关键原因是国家所主导的一种新型集体认可模式的出现，表

现为国王逐渐垄断了贵族身份的任命权——这意味着原来主要基于世袭和

社会认可等自然路径的贵族再生产路径（如佩剑贵族）逐渐被国家授权荣誉

的正当路径（如穿袍贵族）所取代。这群由国家授权的新贵族逐渐演变为国

家的高级行政官员，成为整个官僚场域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并最终将官僚场

域之外的所有人卷入其中（布迪厄，2007：100-101）。这种带有“魔法”性质

的权力在现代社会是通过教育系统的灌输被认可，它也标志着“正当地垄断

象征暴力”的现代国家建构最终完成，现代国家成为一个“准上帝”的神圣存

在（Bourdieu，2014：10）。

其次，布迪厄认为现代国家建构不仅是各类资本集中的过程，而且是一

个特定的权力场域即官僚场域的生成过程。官僚场域是一个不同种类的资

本占有者为支配国家资本而斗争的游戏空间，因为一旦占有国家资本就意

味着能够对其他不同种类的资本及其再生产施加影响并获得相应的收益

（布迪厄，2007：88）。因此，理解现代国家建构必须对官僚场域生成的实践

逻辑展开分析。为此，布迪厄试图借助再生产策略（reproduction strategies）
的概念来分析“王朝国家”及与之对立的“官僚制国家”的实践逻辑。“策略”

既不是指有意识地追求既定目的，也不是一种无意识的机制，而是一种游戏

感、一种为惯习所指引的实践感（Bourdieu，2014：241）。布迪厄认为历史学

家对于何谓“王朝国家”已经做了不同形式的界定，但是社会学的国家研究

则需要在理论上识别出王朝国家所特有的实践逻辑，以此捕捉历史现象中

最关键的要素。为此，布迪厄将王朝国家还原为一个更为基础的人类学家

户模型（house model）。这就使得布迪厄早年基于对农民和贵族家庭研究所

形成的家户政治模型,可被用来分析更大范围的王朝国家得以维系的再生产

策略。基于此，王朝国家的政治实践可以被视为家庭内部关于继承权争夺

的战争，其内在矛盾就是国王与国王的兄弟之间围绕王位继承权而引发的

宫廷战争以及由此导致的王朝政治的内在不稳定性。因此，国王或者国王

的继承者要想办法借助王室血缘之外其他具有专业行政管理能力的行动者

的力量，确保自身在王朝内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布迪厄，2012：42）。王

朝国家的内部矛盾不断扩大，推动了现代国家建构从“王室”向“国家理性”

的转型。为了充分展现王朝国家的内部矛盾导致官僚场域生成的过程，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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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厄建构了一个“三角结构”：国王、国王的兄弟以及国王的大臣（Bourdieu，
2014：264）。这一“三角结构”内部的关系极为复杂，“国王既需要大臣来限

制和控制他兄弟的权力；反过来，他也可以利用他的兄弟来限制和控制大臣

的权力”（Bourdieu，2014：42-43）。从王朝国家向官僚制国家转型的关键就

在于新旧两种再生产策略之间的冲突与此消彼长。王朝国家的再生产策略

是基于家系、血统和世袭的原则，因此王室的继承规则是家户再生产策略的

延伸；而官僚制国家的再生产策略则是基于行动者所具有的某些特殊专业

能力。虽然大臣的权力依赖国王，其职位来自国王的授权与认可，但是它会

逐渐通过教育系统的再生产实现独立于国王权力的自主性。

上述两种相互冲突的再生产策略同时存在于王朝国家内部，而王朝国家

向官僚制国家转型的动力就源自新贵族阶层（国家精英阶层）不断地排除旧贵

族阶层（血统贵族阶层）。国家精英阶层的核心成员就是法学家和文职人员。

布迪厄认为，这两类行动者在官僚场域生成的历史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正是他们确立了“公共利益”和“公私分离”等现代国家观念。“公私分离”首先

从作为职位的国王和作为个人的国王相分离开始，通过“国王的两个身体”的

区分逐渐扩展至整个社会生活。如果说王朝国家仍然混合了公共秩序和私人

秩序，那么官僚制国家的首要原则就建立在“位置和占有者的分离上，职责与

公职人员的分离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分离上”，由此，“公正无私是公职

人员必不可少的本性”（布迪厄，2012：49）。其中，法学家借助罗马法建构了

“公共利益”“国家理性”和“主权”等观念，因而可以说“国家是法学家的拟制，

他们通过创造一种国家理论、一种关于公共事务的施为性商谈，创造了国家”

（布迪厄，2012：51-52）。而文职人员这一身份群体则通过掌握能够满足行政

管理需要的特殊资源（如书写能力和法律知识）成为“公共利益”的执行者，因

而文职人员的出现与国家的诞生相伴相生，或者说他们也像法学家一样通

过创造“国家”进而创造了自己的正当身份（布迪厄，2012：51）。

因此，布迪厄认为理解现代国家的秩序就必须对这些建构和垄断“公共

利益”等国家话语的行动者即国家精英展开进一步社会学还原。布迪厄的

国家定义虽然直接来源于对韦伯支配社会学的改造，但为了揭露官僚场域

生成过程中行动者的能动性及其特殊利益，布迪厄更多地吸收了韦伯宗教

社会学的启发。尽管韦伯、埃利亚斯和蒂利对现代国家建构的研究都注意

到“国家正当地垄断物理暴力”，但是却忽视了“谁在垄断这个垄断”（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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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monopoly this monopoly?）这一关涉行动者的问题。布迪厄认为韦伯的宗

教社会学中对普遍性的宗教观念（象征符号）与这些观念生产者（如祭司、先

知、牧师）的特殊利益之间关系的思考，提供了一个比马克思主义更为有效

的理论路径，这构成了布迪厄以“拓展的唯物主义”路径分析国家形成的重

要理论资源（Bourdieu，2014：193）。也就是说，如果官僚场域的生成是现代

国家对各种资本的集中和垄断过程的结果，那么与之相伴的另一个更为隐

蔽的问题就是具有特殊利益的行动者即国家精英对上述垄断过程本身的垄

断（Bourdieu，2014：231）。正是通过对官僚场域的生成性分析，垄断象征暴

力的现代国家不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实体，“国家精英”这一具有特

殊利益的行动者群体之面貌得以被勾勒出来。随着历史进程的演进，具有

普遍性的“国家话语”逐渐不再是法学家这一类行动者所建构的观念，而是

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立的公共秩序并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可，国家通

过现代教育系统以“国家思维”的形式成为现代人日常生活秩序中根深蒂固

的社会实在（布迪厄，2012：110-111）。因此，通过借助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来

还原官僚场域内这些具有特殊利益的行动者角色，社会学才具有了超脱于“国

家魔法”的支配和规训的可能性，为批判性地分析官僚场域生成的国家公共话

语及其与法学家和行政官僚这些国家精英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条件。

四、民主批判与共和规范的回归

在“国家魔法”的支配下，布迪厄的国家学说似乎难以容纳民主政治以

及通过社会运动改变既定秩序的可能性。正如其实践理论也被应用者和批

评者公式化为“结构产生惯习，惯习决定实践，实践再生产结构”的理论命

题，从而被批判具有过强的决定论色彩（布迪厄、华康德，2015：167）。事实

上，20世纪60至80年代的西方正处于“新社会运动”涌现的时代，民权运动、

性别运动与反战运动等此起彼伏，与之相应的是学术界对“市民社会”“公共

领域”以及“身份政治”等研究议题的关切。因此，布迪厄的国家学说及其实

践理论的决定论甚至非民主色彩成为重要的学术争议点。其中，社会理论

领域批评布迪厄的典型代表之一就是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大。

在《实在的还原：布迪厄失败的综合》这篇长文中，亚历山大试图对布迪

厄的社会理论综合尝试展开批判性分析，将其实践理论视为一种对社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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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还原论视角（亚历山大，2003a）。就本文关注的国家学说而言，尤为值

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对布迪厄民主政治批判的切入点直指其对韦伯经典国

家定义的改造，即在“物理暴力的垄断”之上加入更为根本性的“象征暴力的

垄断”。在亚历山大看来，这个国家定义将导致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不再有

民主政治的空间。亚历山大质问布迪厄：“韦伯经过深思熟虑，为什么只根

据物理暴力来对国家的绝对控制权力加以概念说明呢？”亚历山大显然注意

到了韦伯不仅强调现代国家的物理权力，同时还关注正当性的问题。也就

是说，正当性概念赋予了行动者（尤其是被支配者）一种认可规范的自由意

志，进而为规范性的民主政治留下了理论空间（亚历山大，2003a：259）。除

此之外，亚历山大认为对于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民主理论来说，“公共领域”

概念在布迪厄理论中处于异常的缺席状态，而这正是同时期的欧洲社会理

论家哈贝马斯等人构建的民主理论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事实上，亚历山大

的观点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支持，他们也认为布迪厄的国家学说及其政治

社会学在理论解释上并没有给予参与式的民主政治更为充分的理论空间，

具有排斥性的精英主义的色彩（Scott，2013；Riley，2015）。

就现代国家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而言，布迪厄的确呈现出与经典社会理

论家不一样的理解。在《国家精英》的第五部分“国家权力与支配国家的权

力”，布迪厄对韦伯关于“官僚制与民主”关系的判断进行了批判。韦伯认为

官僚制的发展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一种效应，其最终趋势就是要排除一切非

理性的私人情感，并以专业能力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从而取代基于世袭血缘

的贵族。在这个意义上，官僚制的发展与社会的民主化具有内在的亲和性。

另一方面，韦伯也看到了官僚制与民主之间的张力：基于专业能力形成的官僚

制群体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封闭的特权阶层，因而与民主原则相悖（韦伯，

2010a:58-74）。但是布迪厄认为韦伯的局限在于他仍然没有摆脱将国家视为

“普遍利益”代表的黑格尔式唯心主义，没有进一步认识到现代社会的教育

系统“是国家赖以对正当的象征暴力进行垄断的法庭之一”，并“以‘现代性’

和合理性的外表来掩盖的那些通常与最陈腐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机制所

产生的效能”（布迪厄，2004：671-672）。这正是布迪厄借助“象征权力”这种

独特的权力运作机制所揭示的“国家魔法”具有的强大隐秘性支配力量。

在《论国家》中，布迪厄也多次隐晦地批评了涂尔干的“现代国家民主

论”。不同于韦伯的定义，涂尔干将国家视为社会思维的器官，他以大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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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身体的重要性来类比“国家”之于现代社会的重要性。虽然这一类比具有

一定的有机体论色彩，但是涂尔干却给现代国家添上了一层道德整合的规

范意涵。涂尔干认为现代国家应该是一个代表普遍意志的机构，是在法团

之上更具高普遍性的集体表现。这种认识背后的关切是在肯定卢梭“道德普

遍主义”理想的基础上，试图以代议制民主来替代卢梭式直接民主制，为解决

法兰西共和国因“极端个体主义”而引发的道德与政治危机寻找切实的方案

（杨勇，2022）。正是通过个体、法团和国家三层结构并以法团作为中间纽带，

现代国家作为一个基于普遍主义道德的共同体才有可能稳定下来（渠敬东，

2014）。然而对布迪厄而言，国家建构过程中由国家所主导的这个“普遍化”进

程，不仅具有涂尔干意义上基于“道德一致性”来促进社会团结的积极面孔，

同时也伴随着一种更为强大的支配效应，因为普遍化的另一面是剥夺和垄

断。因此，现代国家在生成普遍性的同时，国家精英垄断了具有普遍性的公

共话语和公共利益并将普通民众排除在外，因而制造了更严格的社会区隔。

由此可见，从表面上看在布迪厄所揭露的“国家魔法”阴影之下，民主政

治很难在其理论体系中得到充分说明。布迪厄认为“民意调查”和“社会运

动”等所谓现代民主机制只是“象征权力”的一种运作策略，是既有的国家精

英以“公共利益”名义来谋求自身私利的工具（Bourdieu，1990：150-155）。在

这个意义上，亚历山大对布迪厄学说的民主政治批判不无道理，社会行动具

有的民主和规范可能性经过布迪厄的社会学还原而受到质疑。然而，这是

否意味着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不再有民主政治的空间？在对布迪厄国家学

说进行知识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者注意到布迪厄国家学说的经验模

型是拥有悠久中央集权传统的法国，因而并不适用于其他社会尤其是具有

个人主义民主传统的美国社会（Scott，2013；Riley，2015）。在这里，“民主制

的美国”和“等级制的法国”两种不同文明意象的比较构成了以美英为代表

的社会理论传统对布迪厄进行民主政治批判的基础，亚历山大的批判同样

如此。然而，布迪厄晚年对以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为代表的“保守的普遍

主义”的批判，及其对法国共和主义传统下“进步的普遍主义”的捍卫，无疑

构成了一次反向的回击。因此，在“国家魔法”所呈现的支配性面孔之外，本

文最后试图进一步通过对布迪厄晚年“政治转向”相关著述的分析，揭示法

国共和主义的文明传统对于理解布迪厄国家学说的重要意义。在这里，现

代国家所具有的规范性面孔更多地受到布迪厄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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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晚年的“政治转向”（political turn）是布迪厄研究中备受争议的一

个话题。在其晚年出版的研究性专著《世界的苦难》中，布迪厄将当代法国

面临的社会危机归因于在住房等诸多社会福利领域内“国家的撤退”（布迪

厄，2017b：265-269）。面对美英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入侵”，布迪厄晚年不断

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以及在公共空间发声来介入现实政治生活，呼吁国家

精英承担起对公民的公共责任。布迪厄晚年甚至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

写作风格，代表作Acts of Resistance（Bourdieu，1999）和 Firing Back: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Bourdieu，2003）主要收录的是其晚年在各种公共

媒体发表的一些评论和访谈，这些文章并不具有严格的学术性，但比之前的

研究性著作更具论辩性。

与亚历山大（2003a）对布迪厄所持有的强烈民主批判不同，也有研究试

图从更加同情的角度去理解布迪厄的民主观，并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寻找民

主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比如，布迪厄在美国的重要研究者斯沃茨就

认为，布迪厄关于分类斗争与社会运动、现代社会的场域多元主义，以及作

为政治介入的反思社会学等论述及其概念框架都为民主政治与社会变迁提

供了理论可能性（Swarts，2013：235-246）。而高柏则非常明确地指出，不管

是布迪厄的理论体系还是他的政治实践，都表明他深受法国公民共和主义

传统的影响（Goldberg，2013）。他甚至在布迪厄的理论中找出了捍卫公民自

由的场域自主性、道德普遍主义以及社会团结三个具有共和主义特质的理

论要素来回应亚历山大对布迪厄的批判。莱利则直接将布迪厄的国家学说

界定为一种典型的“新涂尔干主义”（The New Durkheim）（Riley，2015）。因

此，“共和主义”的布迪厄形象不断受到研究者的关注。①值得注意的是，斯

沃茨在对布迪厄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专著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根据《论

国家》编辑者回忆，布迪厄生前并没有出版《论国家》的计划，他本人选择了

出版同时期在法兰西公学院的系列课程讲稿《科学之科学与反思性》。在

① 在布迪厄对自己的成长和学术经历进行自传式回顾的作品《自我分析纲要》中，他清晰地将自己

定位为涂尔干事业在法国的传人，试图在哲学独大（尤其是主体哲学盛行）的法国知识场域将涂尔干学

派对社会事实进行科学研究这一集体事业重新带回来。与此同时，布迪厄也在书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法

国共和主义政治传统的尊重。在与自身惯习并不契合的巴黎知识场域中，布迪厄认为他与同时代的法

国思想家乔治·康吉扬具有很强的亲和性，因为康吉扬的研究展现出了“法国理性主义传统的精华”。布

迪厄认为，“法国的理性主义根植于一种政治传统，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公民传统，尽管在我看来，它是

真正普遍性的”（布迪厄，2017a: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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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之科学与反思性》一书前言中，布迪厄提到之所以要出版这本书，是因

为当代法国社会科学场域的自主性正不断遭受资本的经济利益和缺乏担当

的媒体和新知识分子的威胁。斯沃茨由此认为，虽然布迪厄晚年更为积极

地呼吁法国政府应该回归福利国家和共和主义传统下的积极国家角色，但

是他最终想要捍卫的仍然作为社会科学家的身份认同以及科学场域的自主

性（Swarts，2013：345）。而问题则在于，“捍卫科学场域的自主性”与“公民共

和主义的政治传统”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冲突？事实上，布迪厄的法国先贤涂

尔干的终身事业，正是以道德科学的方式来重新对共和政治的规范和道德

理想展开研究（李英飞，2022）。在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法国共和主义传统之

下，基于社会事实的科学分析、民主政治的规范立场以及国家承担的集体意

识角色这三个要素之间存在着协调共生的可能性（Kaufman-Osborn，
1986）。与此同时，布迪厄也在多个场合将自己后期的社会学立场视为一种

“理性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 of reason）（布迪厄、华康德，2015:213；布迪

厄，2007:215-220）。这种社会学立场试图在“还原”和“规范”之间取得一种

平衡，同时为规范的实现确立现实的社会条件，因而异于同时代的哈贝马斯

和福柯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二元立场（布迪厄，2009：120-121）。而

具体到现代国家的角色，尽管布迪厄也认为需要借助实践理论对现代官僚

场域中生成的“公共利益”等话语和规范进行社会学还原，以揭露官僚场域

中国家精英的特殊利益，但是社会学不能无视规范所具有的实在性及其所

发挥的社会效用——因为正是“这种规范要求行动者为了已经列入他们职

责的义务（‘公务人员应恪尽职守’）而牺牲私利，或者以更现实的方式，不能

无视无私奉献的兴趣和所有‘善意虚伪’形态的作用”（布迪厄，2012：113）。

鉴于本文主要关注布迪厄的国家学说，而不是系统地研究布迪厄晚年

的“政治转向”，本文尝试借助布迪厄晚年发表的关于当代法国体育事业的

研究 The State Economic and Sport（Bourdieu et al., 1998）来理解其晚年国家

学说向法国共和主义传统的回归。选取这篇文献的原因在于，就本文关注

的布迪厄国家学说而言，该文从国家研究的认识论立场、国家的规范性等维

度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布迪厄晚年国家学说的“共和主义”转向。

这项研究的背景是 20世纪 90年代法国体育运动发展的商业化趋势日

益明显。这种商业化首先表现为体育俱乐部的商业化。在共和国的传统

下，球员是可以从乡村俱乐部逐步走向国家队的，而这种模式为民主社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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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阶层流动的可能性。然而法国的各类俱乐部在新自由主义的运作逻辑

下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化的企业，甚至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一旦卷入资

本主义的逻辑，俱乐部的谋利取向就逐渐取代了原有的志愿服务性质，俱乐

部的法团自主性和促进公民融合的传统也越发被商业逻辑所裹挟。这导致

的后果之一就是俱乐部开始建造远离工人阶级居住区的新体育场，全面发

展商业赞助，雇用外国球员，使得共和国原有的球员发展链条被打破。其次

是电视和媒体的商业化。随着奥运会的普及，每个国家的电视媒体都会根

据自己的商业逻辑进行选择，从而创造出各种民族主义奇观。这种民族主

义的仪式性狂欢实则掩盖了电视媒体内在的商业竞争的逻辑。由此导致的

后果就是奥运会比赛中出现极端威权的训练方法以及愈加严重的药物滥

用，这使得体育精神遭到破坏，而背后更大的危机在于国家公民精神的退

化。对于民主国家而言，体育一直具有突出的公民教育功能。虽然在欧洲

范围内法国具有更浓厚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传统，仍然在体育领域坚持“公共

服务”的规范，但是在布迪厄看来，新自由主义的商业化逻辑已经在逐渐腐

蚀法国的共和主义国家传统。

在文章的开篇，布迪厄仍然坚持社会学的国家研究首先应该从认识论

入手来表明自己的研究立场。然而与此前将“国家”视为一个被社会科学

重新审视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布迪厄认为虽然社会科学需要与常识和表

象决裂，这是确保韦伯意义上的“价值中立”的必要前提，但是此时他也认识

到这种“价值中立”很容易滑向一种“价值中立的逃避主义”（escapism of
wertfreiheit），其实质是真正的“政治冷淡”(political indifferentism)。这种“价

值中立的逃避主义”的确能够为社会科学家带来诸多收益，布迪厄承认自己

曾经也沉溺其中，但是在此刻他所要鼓励的却是一种更加积极的规范主张：

社会学家的分析越具有科学依据，他们就越有权利(义务？)实现规

范性……换句话说，一个人只有在他做出了科学的努力之后才有可能

实现规范性。（Bourdieu et al., 1998）

与之相关的是，布迪厄此时更坚决地捍卫法国共和主义传统下具有积

极意义的国家角色。布迪厄认为法国的国家传统乃是由一系列选择构成的

作为整体的共和主义国家观，包括选择“团结”或“团结主义”而不是“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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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个人主义”，选择“社会保障”而不是“私人保险”，选择“集体”而不是“个

人”。这就意味着布迪厄的国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保持着距离，

而与黑格尔或涂尔干的国家理论更为亲近。他认为，“国家远远不能还原为

一个只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同时也是社会的自我意识；而只有社会‘能

够思考自身，超越自身的冲突，在相互对立的利益之间找到普遍的妥协，也

就是说，社会存在于在公共服务、普遍利益、教育、无私的志愿主义和大型的

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之中’”（Bourdieu et al., 1998）。

如前所述，在《论国家》的中间部分，布迪厄试图通过“认识论的断裂”以

及“生成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来对涂尔干和黑格尔意义上的国家观进行祛

魅，以揭示官僚场域生成过程中的权力斗争、法学家与公职人员这些国家精

英的特殊利益，以及垄断象征暴力的“国家魔法”所隐藏的“现代国家”的“支

配取向”（domination orientation）。然而在《论国家》中，布迪厄认为当代福利

国家本身就是与中世纪晚期法学家构想的国家观念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国家

观念中共和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产物，正是福利国家给予公民现实的人权

（包括居住、医疗、教育等权利），使得前述的国家观念从一个“纸上的国家”

（paper state）变成了“实在的国家”（real state）（Bourdieu，2014：356-358）。

而社会学和社会学家正是通过参与这个国家建设过程与现代国家相伴而

生，并卷入到风险的社会化、福利国家以及“公共性”的生成之中，这一切正

是铭刻在社会学这个学科使命中的“无意识”存在（Bourdieu，2014：363）。在

晚年的一篇纲领性文章中，面对当时法国乃至于整个欧洲遭遇新自由主义

信念支配的危机，布迪厄提出“集体性知识分子”(collective intellectuals)的设

想，认为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和科学研究者）应该团结起来，承担起

知识分子的责任，为“现实主义的乌托邦”(realist Utopia)的实现创造社会条

件（Bourdieu，2000）。这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构想正是源于布迪厄所坚持

的“捍卫理性的现实政治”的社会学立场，而它则源于法国共和主义传统追

求“进步的普遍主义”对知识分子的内在要求和集体期待。就布迪厄的国家

学说而言，无论是“作为社会思维器官的国家”（涂尔干意义上）还是“作为普

遍利益代表的国家”（黑格尔意义上），重新捍卫现代国家所具有的“规范取

向”（norm orientation）正是他作为当代法国知识分子的重要责任。

虽然布迪厄在《国家精英》中将“祖父为农、父亲做小学教员、儿子毕业

于巴黎高师的社会上升三步曲，以及‘平凡人家’出身的共和国总统奋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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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诸如此类的故事称为“共和主义的神话”，并认为这一神话在当代法国社

会经由教育体系的灌输，“在天赋和个人功德这一民主意识形态的掩护下复

兴”（布迪厄，2004：665）。然而这个“三步曲”无疑就是布迪厄人生的某种真

实写照，晚年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积极地介入政治正是这个“神话”通过法

国的国民教育在其身上的体现。用布迪厄的概念来说，就是他的身体中也

深深地浸入了“共和主义神话”的惯习。不过，差别在于晚年的布迪厄并不

是抗拒而是选择承担起法国共和主义国家传统要求知识分子应该肩负的公

共责任。正如布迪厄在《社会学家的问题》一文中所自述的，他自己所建构

的实践理论和反思社会学

并不是把社会行动者约束起来，一成不变地将他们看成“原初性的

社会存在”，看成某种命定之物，某种自然天性，而是要让他们有可能无

所愧疚、无怨无悔地接受他们的惯习，承担他们的惯习。①（Bourdieu，
1993：20-35）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布迪厄晚年对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而出现的

“国家撤退”现象的理论批判，他身体力行的公共政治活动，以及他以“理性

的现实政治”的社会学立场来捍卫共和主义传统下国家所具有的规范性面

孔，足以表明他是当之无愧的“法国文明之子”。

五、结论与讨论

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为国家研究的“文化转向”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

源，但是其本人的国家学说却未得到系统的阐发。本文通过对布迪厄的《论

国家》及其他相关文本的分析，试图回应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国家缺席”问

题，并将其国家学说的核心问题概括为对现代国家的支配性和规范性双重

面孔的社会学分析。一方面，布迪厄认为现代国家具有极强的支配性面

孔。作为象征暴力的正当垄断者，国家具有的魔法力量成为现代社会秩序

得以再生产的终极源泉。因此，社会学家必须通过“认识论的断裂”重新将

① 引文的翻译参考了《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布迪厄、华康德202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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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建构为一个客观的分析对象来超脱“国家思维”的控制。布迪厄进

而将“资本、场域和惯习”所构成的实践理论应用于对现代官僚场域的生成

性分析，以及对国家精英所构建的“公共利益”等现代国家观念进行社会学

还原，以实现对“国家魔法”的祛魅。另一方面，20世纪 80年代以来美英的

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法国福利国家体制的冲击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苦难，促

使布迪厄深刻反思“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并以“科学的乌托邦”和“理性的

现实政治”的社会学立场来肯定现代官僚场域内国家精英的公共责任和现

代国家具有的规范角色。因此，布迪厄晚年日益重视现代国家更为积极的

规范性面孔，以捍卫现代国家所承担的道德团结、社会整合和公共保护的角

色。就此而言，布迪厄继承了以涂尔干为代表的法国共和主义传统国家观

的重要意涵。正如布迪厄所言，社会学家本身就深度参与了现代国家双重

面孔的历史生成过程。伴随着法国社会遭遇内外危机和布迪厄本人不断进

入共和国体制的深处，作为社会学家的布迪厄也在“国家的双重面孔”之下

徘徊、挣扎与反思①。

就国家理论的发展而言，布迪厄的国家学说尝试突破既有的“新马克思

主义”和“新韦伯主义”两种国家理论路径在文化分析上的限度，不再将国家

还原为实在的物质基础（经济或是军事），而是将现代国家及其权力运作的

象征维度明确地重新带回社会学并上升为一种理论自觉。在《论国家》等文

本中，布迪厄所提供的“生成结构主义”“官僚场域”“象征暴力”“象征资本”

“国家魔法”等方法论讨论和分析性概念也为社会科学的国家研究提供了一

个尚未完成但是颇有前景的研究计划（Arnholtz，2018：577-598）。其次，就

布迪厄社会理论的总体图景而言，建立一种关于“象征权力的唯物主义理

论”（Bourdieu，2014：166）是贯穿其思考和研究的核心问题，统摄了其对于经

①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虽然强调布迪厄晚年国家学说的共和主义转向及其与涂尔干传统的关联，但

这并不意味着确立一个统一的“共和主义”布迪厄形象。本文并不否定布迪厄整体思想中的复杂性和矛

盾性。在《自我分析纲要》中，布迪厄剖析了自己对巴黎知识场域以及法国共和主义传统的矛盾情感源

自个人成长历程中的家庭和学院教育，以及由此而逐渐形成的“分裂的惯习”。在某种意义上，布迪厄的

整个思想历程或者说布迪厄式的社会学都包含着一种对自我与社会之间的持续反思，这或许构成了真

正意义上的“布迪厄的终身问题”。正如其晚年最重要的作品《帕斯卡尔式的沉思》的书名所直接透露

的，布迪厄与帕斯卡尔传统之间的隐秘关联值得进一步思考。鉴于本文试图系统呈现布迪厄国家学说

的理论逻辑，因此如何从自我问题的思想史脉络中进一步深入理解其国家学说的内在张力留待后续研

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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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教育、政治、宗教、文学、艺术等现代社会诸场域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

只有完成对垄断象征暴力的现代国家这一“元场域”的社会学分析，这一智

识努力才算真正贯彻到底。

然而，在英文学术界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布迪厄的国家学说预设了较

强的“国家自主性”，现代国家被布迪厄视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神圣存在”

并被置于现代社会秩序的中心地位（Schinkel，2015）。正是基于这一设定，

布迪厄认为研究国家的先置条件就是对国家本身展开激进的认识论批判。

因此，即便布迪厄在晚年重视国家的规范性，但是他的社会学分析仍然为行

动者设定了极高的“认识论标准”（epistemological criteria）（Lane，2006:158）。

就此而言，布迪厄对国家的理解具有很强的自上而下色彩，因而忽视了权力

场域之外的普通人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联性对于理解国家问题的重要性

（Swartz，2013：145-146；Riley，2015）。正如亚历山大（2003b：15-16）的评论

所指出的，文化的工具性而非文化对于社会行动者的意义才是布迪厄式“文

化转向”的重要旨趣。因此，面对国家的双重面孔，我们仍然需要将布迪厄

晚年对现代国家规范性的社会学讨论继续往前推进，以“普通人的国家理

论”这一自下而上的视角作为补充，重视国家的规范性在行动者意义世界的

生成过程，探索一种以带有共识论色彩的文化观为基础的国家理论。这种

理论探索对思考现代国家具有的整合性和团结不同社会群体的积极意义具

有启发意义（项飚，2010；肖文明，2017）。

面对正处于大变革时代的当代世界，现代国家不管是在公共事务治理

还是在大众日常生活之中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家的双重面孔”

也在引导每一个行动者（不管是政治家、普通公民还是社会学家）去思考和

想象自身与国家之间的关联。从这一点出发，研究如何在文化与政治的双

重关联中去思考中国的“国家性”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张静，2013；周飞舟，2021）。而布迪厄对国家象征维度的社

会学分析则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国家问题的文化之维，在文化社会学与政治

社会学之间建立起了内在的关联，这也为探索契合中国情境的一种基于文

化视角的国家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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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tion of Bureaucratic Field and the Norms

of Republicanism: On the Dual Faces of

Bourdieu’s Theory of the State
ZHENG Yan XIONG Yue-gen

Abstract: The state theory has recently been influenced by Bourdieu and
shows a trend of“cultural turn”. However, Bourdieu’s theory on the state some⁃
how has rarely been discussed as an overt them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aim
to unveil“the Dual Faces”of the state by interpreting the reduction of the bu⁃
reaucratic field and the norm of republicanism, in order to explore Bourdieu’s
theory on the state systematically based on hi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First, Bourdieu creates the concept of“legitimate monopoly of symbolic
power”to redefine the modern state and further developing his epistem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state as a starting point. Second, Bourdieu attempts to reveal
the practical logic of the bureaucratic field and realize a sociological reduction
of state magic by employing a methodology of genetic structuralism. Thir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political turn”of Bourdieu’s thoughts in his fi⁃
nal years through the lens of his state theory, in which he emphasizes more on
the normative face of the modern state rather than its dominant face. Moreover,
Bourdieu returns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to the French tradition of re⁃
publicanism represented by Emil Durkheim. In sum, the dual faces of the mod⁃
ern state exhibit not only the inner tension of Bourdieu’s state theory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cultural perspective toward it.
Keywords: epistemological reflection, symbolic violence, bureaucratic field,
state magic, republic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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